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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燕轅直指》的清朝觀
曹 虹
【摘 要 】朝鮮士人金景善出使清朝的時間是道光十二年 
(1832),他將此次入燕經歷撰成《燕轅直指》一書，是燕行録文獻 
中的一部佳善之作。他充分發揮這種紀行體裁在清朝認識上的 
功能，所顯現的對清觀察有其較爲深刻的歷史感與時代感。他咨 
訪和記録的清朝，雖參考融合了前輩燕行使者的見聞，但更直觀 
地反映了 19世紀頭數十年政情民生相沿而來的社會諸相，值得 
與清朝中期史研究視野相參證。
【關鍵詞】金景善《燕轅直指》 燕行録清朝中期史
朝鮮出使清朝的使臣，有撰寫“燕行録”的習慣。時至李朝純祖三十二 
年，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)，當金景善（1788—1853)撰寫《燕轅直指》之際， 
不僅有意識地將此前約二百年間積累的燕行録寫作經驗加以總結，以便於 
發揮這種體裁在清朝認識上的功能，而且在“對境”、“臨事”的觀察態度與 
認知方法上富於反省力。故此書所顯現的對清觀察有其較爲深刻的歷史 
感與時代感，更爲可貴的是，作者試圖就人清的朝鮮人如何克服浮光掠影 
式的“游覽交際”而加以診治。本書的命義，誠如其自述：比之醫家，此不 
過集諸家説而隨證立方，如直指方耳。”本書得益於北學派的博學素養與 
“厚生利用”思想，較好地突破了教條式的華夷觀，也充分發揮出紀行之著 
的文史功能。
①本文爲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“中朝筆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”成 果 之 一 ，項目批准號 
14AZD07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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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比擬於醫家“直指方”
在諸多燕行録中，《燕轅直指》以“順序清晰、列目詳細”而著稱①。作 
者金景善本貫清風金氏。其先祖金堉（1580—1658)，字伯厚，號潛谷、晦靜 
堂，諡號文貞，曾作爲向明朝派出的冬至聖節千秋進賀使正使，於崇禎九年 
(1636)由水路抵達明朝京城，寫有《朝天日記》，又名《朝京日録》，是東人 
出使明朝而寫的朝天録的最末一部。約二百年後金景善出使清朝而撰成 
燕行録，不愧與其先祖的《朝天日記》遙相輝映。明亡後，朝鮮人出於華夷 
觀的考量而變“朝天”爲“燕行”的概念，終清朝而未改。到金景善之時，由 
朝鮮人清的使者、隨員撰寫的燕行録，已有了約二百年的積累。金景善看 
到在這些積累中，經驗與問題並存。景善於純祖三十年（1830)四十三歲時 
文科及第;兩年後於司憲府執義任上燕行，身份爲冬至使兼謝恩使的書狀 
官，時當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 ) 此後至六十六歲歿世，歷任吏曹參議、成均 
館大司成、全羅道觀察使、議政府右參贊諸職②。《燕轅直指》自序稱：歲 
壬辰，余充三行人，七閲月而往還。”③習慣上朝鮮使圑主要成員是正使、副 
使、書狀官，他們被稱之爲“正官”，又稱“三使”，用古雅的稱呼就可稱“三 
行人”。其他成員則有寫字官、醫員、軍官等，另有僕從、馬夫、馬頭、軍牢、 
廚子等等。“行人”文化藴積在傳統之中，源遠而流長，隨着外交行旅的拓 
展變化，也激發出新的時義。
儒家向來重視行人的文辭之功，由於春秋時代使者已在多國外交活動 
中自具作用，作爲一種社會生活的反映，而有《詩經•皇皇者華》這樣的篇 
章誕生，詩中形容使者勤職的關鍵句子是：“載馳載驅，周爰諮詢。”雖有馳 
驅之勞，貴在周訪詳問，博採廣聞。後世伴隨使行活動，誕生並積累了一種 
記行類的豐厚文獻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“淵源有自”的，在文獻形態上也可 
按類而得，《隋書•經籍志》史部地理類就已著録行記二十四種④。金景善
①  王政堯：《〈燕行録〉初探》，《清史研究》1997年第 3 期。
②  参朴智鮮：《金景善的〈燕轅直指〉考察》，《韓國文學論叢》第 16輯 ,1995年。
③  金景善：《燕轅直指》卷首，林基中編：《燕行録全集》（0 — 72),東國大學校出版部,2001年版。 
本文所引《燕轅直指》均用此本，隨文標出卷數。
④  參劉勇强：《〈燕行録〉與中國學研究》，《韓國文學研究》第 2 4輯 ,200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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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，朝鮮人燕使者或隨員撰寫“燕行録”的經驗與問題並存，他感應到了 
一種規整新典範的寫作責任。《燕轅直指》之書名，正如金景善自序所言， 
從醫家“直指方”比擬而來。在中醫歷代醫方典籍中，誠有以“直指”命名 
者，如宋代楊士瀛著有《仁齋直指》，其自序就屬意於“原證擇方，揭爲直指 
之捷徑乎”！更釋曰：明白易曉之謂直，發蹤以示之謂指。”從醫方著述而 
言，推察病源，究證施治，“直指”的目的在於“心目瞭然，對病識證，因證得 
藥，猶繩墨誠陳之不可欺”。這種著述精神可通之於人文領域的其他方面， 
金景善從醫家直指方的命義中得到激勵，是一種巧妙的比附或引申。而 
且，古人通常訓“醫”爲“意”，《仁齋直指序》就提到：“天將寓夫濟人利物之 
心，故資我以心通意曉之學。”①行醫者的使命在於“濟人利物”，這種情懷 
大概也與金景善以“直指”立名時的襟期頗能溝通吧！
金景善對近兩百年來“燕行録”的寫作如何總結及如何突破，自有思 
考，本書自序曰：
適燕者多紀其行，而三家最著，稼齋金氏、湛軒洪氏、燕巖朴氏也。 
以史例則稼近於編年，而平實條暢；洪沿乎紀事，而典雅縝密；朴類夫 
立傳，而贍麗閎博，皆自成一家，而各擅其長。繼此而欲紀其行者，又 
何以加焉丨但其沿革之差舛，而記载隨而燕郢；蹈襲之互避，而詳略間 
或徑庭。苟非遍搜旁據，以相參互而折衷之，則鮮能得其要領，覽者多 
以是病之。
誠然，被金景善當作典範而提到的“三家”，足以反映康、乾時期燕行録的代 
表性成就。金昌業的《稼齋燕行日記》，或名《稼齋燕行録》（金景善筒稱之 
爲《稼記》），撰於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);洪大容《湛軒燕記》（金景善筒稱之 
爲《湛記》）成於乾隆三十年（1765);朴趾源《熱河日記》（金景善筒稱之爲 
《燕記》）成於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)。諸位前賢在體式上的典範意義被金 
景善一言道出，更融人《燕轅直指》合日記與考事的寫作中，即自序所謂“義 
例則就準於三家，各取其一體，即稼齋之日繫月、月繫年也，湛軒之即事而 
備本末也，燕巖之間以己意立論也”。取法並整合前賢的體例，並不意味着 
單純守成，而是對自己的著述提出新的要求：
① 楊 士 瀛 ：《仁齋直指》卷首,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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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川道里，人物謡俗，與夫古今事實之可資探摭者；使事始末，言 
語文字之間，可備考據者，無不窮搜而悉蓄，隨即载録……至於沿革之 
古今相殊處，備述其顯委，爲覽者釋疑；蹈襲之彼此難免處，直書其辭 
意，俾前人專美。
在記録的詳明上，一方面發揮親歷者實地咨訪與知識儲備，另一方面從前 
人的“驗方”中辨其虛實而不必刻意避複，從而獲得繩墨釐然、心目瞭然之 
效。本來，前人的知識疊加可能是後人的焦慮，但智慧的後來者自有從容 
取資的本領。
這裏有必要提到本書末尾所直接引述朴趾源《燕記》之語，以確立使行 
人員人燕過程中當具備怎樣的“眺覽交游”的姿態。這一段引述不啻有全 
書之跋的某種要義，“蓋其游覽交際之間，自各有節次，而此爲甚悉，故全篇 
移録，以備攷覽云云”。如此完整地將朴氏的意見照録，傾心之意顯然可 
見。作爲海東之人訪燕歸國，總要被采問：“君行，第一壯觀何物也?”如何 
回答這一問題，實際上貫穿於燕行者的觀察之眼。朴趾源是北學派的傑出 
代表，他序《北學議》時曰：“苟使法良而制美，則固將進夷狄而師之。”①着 
眼於有利於民生日用，只要是“法良而制美”，就要勇於向清朝學習，而不必 
拘於以“小中華”自居的華夷名分意識。
怎樣看待清朝有否可觀，朴趾源設置了“上士”、“中士”、“下士”三種 
類型，三者之間其實構成某種論辯關係：
上士則愀然變色，易容而言曰：都無壯觀。”曰：皇帝也薙髮，將 
相大臣百執事也薙髮，士庶人也薙髮。雖功德侔殷、周，富强邁秦、漢， 
自生民以来，未有薙髮之天子也。雖有陸隴其、李光地之學問，魏禧、汪 
琬、王士稹之文章，顧炎武、朱彝尊之博識，一薙髮則胡虜也。胡虜則犬 
羊也，吾於犬羊也，何觀焉？此乃第一等義理也。”談者默然，四座肅穆。
“上士”的姿態很高，其所恪守的“第一等義理”來自正統儒學的名分觀念， 
視清朝爲胡虜、犬羊，鄙斥厭棄之唯恐不及，遑論正眼相待？“中士”的態度
① 朴 齊 家 ：《楚亭全書》（下 ）第 4 1 4頁 ，李佑成編：《棲碧外史海外蒐佚本32》 亞細亞文化社， 
1990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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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燕轅直指》的 清 朝 觀 • 235 •
中士則曰：城郭，長城之餘也。宫室，阿房之遺也。士庶則魏、晉 
之浮華也，風俗則大業、天寶之侈靡也。神州陸沈，則山川變作腥膻之 
鄉；聖緒湮晦，則言語化爲侏儺之俗，何足觀也丨誠得十萬之衆，長驅 
入關，掃清函夏，然後壯觀可論，此善讀《春秋》者也。《春秋》一部，乃 
尊華攘夷之書。我東服事皇明二百餘年，忠誠愷摯，雖稱屬國，無異内 
服。壬辰倭奴之亂，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兵以救之，東民之頂踵毛髮，莫 
非再造之恩也。丙子清兵之来也，烈皇帝聞我東被兵，急命總兵陳洪 
範，調各鎮舟師以赴援，以山東巡撫顏繼祖不能協圖匡救，下詔切責 
之。當是時，天子内不能救福、楚、襄、唐之急，而外切屬國之憂，其救 
焚拯溺之意，有加於骨肉之邦也。及四海值天崩地坼之運，薙天下之 
髮而盡胡之。一隅海東，雖免斯耻，其爲中國復讎刷耻之心，豈可一曰 
忘之哉？我東士大夫之爲《春秋》尊攘之論者，磊落相望，百年如一曰， 
可謂盛矣丨然而尊周自尊周也，夷狄自夷狄也。中華之城郭宫室人 
民，固自在也。正德利用厚生之具，固自如也。崔、盧、王、謝之氏族， 
固不廢也。周、張、程、朱之學問，固未泯也。三代以降，聖帝明王，漢、 
唐、宋、明之良法美制，固不變也。彼胡虜者，誠知中國之可利而足以 
久享，則至於奪而據之，若固有之。爲天下者，苟利於民而厚於國，雖 
其法之或出於夷狄，固將取而則之。而況三代以降，聖帝明王，漢、唐、 
宋、明固有之故常哉？聖人之作《春秋》，固爲尊華而攘夷，然未聞憒夷 
狄之猾夏,並與中國可尊之實而攘之也。故今之人，誠欲攘夷也，莫如 
盡學中華之遺法，先變我俗之椎魯。自耕蠶陶冶，以至通工惠商，莫不 
學焉。人十己百，先利吾民，使吾民足以製梃，以撻彼之堅甲利兵，然 
後謂中國無可觀可也。”
明清易代之際，持“第一等義理”者不惜捨生取義，耻與新朝爲伍，像魏禧、 
顧炎武等堅持復明抗清者，形成可歌可泣的遺民群體，輝映史册。俗話説， 
遺民不二代，遺民的堅守是非常艱辛的，很難持續到子孫輩。正像朴氏所 
述：我東士大夫之爲《春秋》尊攘之論者，磊落相望，百年如一日，可謂盛 
矣! ”朝鮮士人以《春秋》大義相激勵，且感念於壬辰倭亂時明朝的相救之 
恩，因而“百年如一日”地葆有“爲中國復讎刷耻之心”，這份情義有其可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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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處，也不是無足輕重的。但是，已然看到清朝立國一百三十餘年來之現 
實的朴氏認爲，觀察與評價清朝的思路需要加以轉换，因爲即使從維護儒 
學華夷觀的角度看，“聖人之作《春秋》，固爲尊華而攘夷，然未聞憤夷狄之 
猾夏，並與中國可尊之實而攘之也”。清朝治下，仍存有“中華之遺法”：“中 
華之城郭宫室人民，固自在也;正德利用厚生之具，固自如也;崔、盧、王、謝 
之氏族，固不廢也;周、張、程、朱之學問，固未泯也;三代以降，聖帝明王， 
漢、唐、宋、明之良法美制，固不變也。”所以，面對全盛期的清朝，朴氏着眼 
於以民生福祉爲標準，説出了“爲天下者，苟利於民而厚於國，雖其法之或 
出於夷狄，固將取而則之”的不拘華夷的達觀之言。
有趣的是，朴氏具有賦家的幽默，還把自己定位於“下士”：
余，下士也。曰壯觀在瓦礫，曰壯觀在糞壤。夫斷瓦，天下之棄物 
也。然而民舍繚垣,肩以上，更以斷瓦，兩兩相配，爲波濤之紋，四合而 
成連環之形，四背而成古魯錢。嵌空玲瓏，外内交暎。不棄斷瓦，而天 
下之文章斯在矣。民家門庭，貧不能鋪甎，則聚諸色琉璃碎瓦及水邊 
小礫之磨圓者，錯成鳥獸花樹之形，以禦泥淖。不棄碎礫，而天下之畫 
圖斯在矣。糞溷，至穢之物也，爲其糞田也，則惜之如金，道無遺灰，拾 
馬矢者，奉畚而尾隨，積痔方正，或八角，或六楞，或爲樓臺之形。觀乎 
糞壤，而天下之制度斯在矣。故曰瓦礫糞壤，都是壯觀，不必城池宫 
室，樓臺市鋪，寺觀牧畜，原野之曠漠，烟樹之奇幻，然後爲壯觀也。 
(卷六）
這裏既可以聯想到《莊子》“道在瓦甓”、“道在屎溺”的邏輯，體現觀察者見 
微知著的本領，也可以加强作者對民生日用之微的觀察角度，於細微處可 
見精神，還可以打破常人對旅行獵奇心理的執著。自居“下士”的這番言 
説，也能呼應到“中士”關於“自耕蠶陶冶，以至通工惠商，莫不學焉”的“北 
學”態度。
二、“覘天下之大勢”
朴趾源寫《熱河日記》時，是以善於“覘天下之大勢”而自負的。這種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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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，也傳遞到了金景善的筆端，且表現得更爲理性了。除了觀念上的改進， 
當然也與清朝前期久歴盛世，迨於嘉道之際國體民風顯示轉接期的守成與 
變化有關。
兹從三個方面來稍加展示《燕轅直指》中較具有時代與歷史縱深感的
筆觸。
其一，關於承平盛世的理解。
在叙述沿途所見城池關隘而聯繫到明清興替的歷史時，金景善幾乎不 
用“胡”、“胡人”、“胡虜”、“胡皇”等鄙稱清朝。大概朝鮮士人對明朝的“鄉 
愁”般的情感多少總是潛藏的，金景善幾乎没有流露，唯有一處還是讓讀者 
感到了一絲融人血脈潛流中的惆悵：
(又行五里，入寧遠城東門）城南十里許，聞有覺華島，我國水路朝 
天時下陸處。而按先祖文貞公《朝天日記》言：渡覺華島前洋，遇風 
濤，屢經危險;及到泊，清游騎猶四散抄掠，道路不通；呈文於軍門，請 
回泊登州，從南路進京云云。當時艱險，有如此。今到其地，尤如目 
擊，而漠然但見山高而水清。孱孫銜命，乃得缓驅坦道，幾忘飲冰之 
苦，謂之幸歟？擧目山河，有今昔之殊，則謂之不幸，可也。（卷二）
他的先祖金堉於崇禎九年（1636)出使時，因清軍專據中國東北部，中朝之 
間陸路交通受阻，故使圑走的是更爲艱險的海路。如今踏上先祖履經之 
地，突然間感到“舉目河山，有今昔之殊”。這裏借用“新亭對泣”之典，據 
《世説新語•言語》所載名言:“風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異。”①此語在《晉 
書•王導傳》中字句略異：“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河之異。”®感歎江山换了 
主人！這是金景善抒發明清易代之痛。
但金景善内心的歷史權衡有着更豐沛的理性成分。例如，他述及明總 
兵吳三桂等與清太宗松山之役：是役也，殺明兵五萬三千七百，獲馬七千 
四百、駝六十、甲胄九千三百。自杏山南至塔山，赴海死者甚衆，漂蕩如雁 
鶩。清軍誤傷者只八人，餘無挫衄云。其語太涉夸張，而蓋其勃興之迹則 
亦可謂天授也。或曰，清兵進圍錦州，洪承疇率王樸、吳三桂等八大將，將
①  劉義慶撰、余嘉錫箋疏：《世説新語箋疏》，中華書局,2007年版，第 109頁。
②  房玄齡等：《晉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74年版，第 1747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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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三十萬，往援之，師次松山。清主自督戰。樸、三桂等倶夜遁，承疇與總 
兵曹變蚊堅守之。清兵進圍，城尋破，變蚊等皆死，承疇出降云。”（卷二）其 
中的史料傳説來源不一，金景善也提醒可能“語涉夸張”，但他能敘及“蓋其 
勃興之迹則亦可謂天授也”，顯示對清朝至少是較爲客觀而中立的史家立 
場。儒家的教義一向是“天聽自我民聽”，天之所助必定要以民心向背爲 
準。金景善在《燕轅直指》卷二内專記《祖家兩牌樓記》曰：“此即祖家牌 
樓，世所稱燕行奇觀之一，今見信然。蓋祖氏，遼薊世將也。曾祖名鎮，祖 
名仁。仁之兩子，長曰承訓，我國壬辰倭寇時，以遼東總兵，領三千騎，最先 
來援者也，是大樂之父。次曰承教，是大壽之父。從昆弟以四世將家，並守 
雄鎮，國家倚爲長城，乃天下重任也。百戰凌、錦之間，清人不能窺關外者 
四年，功亦不少。但其時爲何如時也，封疆日蹙，腹心有先潰之慮，距國亡 
不過五六年耳。不思與士卒同甘苦，而厚自封殖，憑恃寵靈，起樓治第，競 
奇務新，畢竟身爲俘虜，墜盡家聲，爲天下僇，豈不惜哉! ”祖氏作爲“遼薊世 
將”，有功於平定朝鮮壬辰倭亂，但在“國亡”臨頭之際縱其貪念，於此對明 
亡之因實多反省。
金景善對清朝立國帶來的長治久安給予了正面的重視，他從不同角度 
反映清朝的昇平景象。如在駐京留館時所寫的《元宵燈火記》：“元宵之爲 
燈夕，所由來尚矣，我國之用四月八日，已失其古，而且懸燈之法亦不相似， 
我務高而彼務多。中國之金吾弛禁，鼓樂達朝，已自十四夜伊然，無家不懸 
燈，瑰麗燦爛，色色奇巧。其多懸者，外自屋簷，内至中霤，殆無片隙，或至 
數三百椀，而皆琉璃羊角。且有結棚而懸之者，棚制四圍立高柱，架樑加椽 
爲井間，而下豐上殺，每井懸燈，隨井多少而計其燈數，或高或低，一城通 
明。士女來往，車馬雜沓，達夜不已，亦可見昇平賁飾之象也。”（卷五）又記 
京城八景之一的“棋盤街翫月”：催進夕飯，與副使及諸人，聯車出棋盤街 
翫月。街在正陽門内，即八景之一也。游人簇擁，殆無着足之地，遂還從東 
天安門外，轉過東四牌樓，車馬填咽，朱輪繡轂，競鬪光艷，來來去去，殆乎 
人肩相摩。夾道文牕繡户，萬燈羅絡，晃朗如白晝，明月失其光，可謂昇平 
盛事，天下勝賞。古所謂廣陵觀燈，未知與此何如也，然譯輩猶以爲薦荒之 
餘，不及前日之富奢云。”（卷五）當然，他在《紙砲記》中也有過感歎:“且绡 
藥，即兵之利器，而糜費無節，至於此甚，吾不知其可也。”（卷五）當他實地 
考察國子監時，也對前清沿續下來的“海内昇平，文教烜赫”的名實有所追 
核：按明洪武四年詔選州縣諸生秀俊者人國子監。當時干戈甫訖，流離未
《燕轅直指》的 清 朝 觀 .239-
還，猶得二千七百八十二人。二十六年監生八千一百二十四人。永樂十九 
年監生九千八百八十四人。今清御宇既久，海内昇平，文教烜赫，生徒之盛 
應駕軼前代，而歷視諸舍，十空八九，況值釋奠，參享儒生不過四百，而皆滿 
洲蒙古，無一漢人。漢人雖官至公卿不得家京城，則首善之地雖游學之士 
亦不敢居耶？抑有他意耶?”卷四）
金氏對於清朝治下的都市繁華、生計嫺熟的民生百態，其評價還是比 
較正面而積極的。在他筆下，清帝往往也獲好評，特别是康熙的克制私慾、 
與民蕃衍生息、引來西洋技術等多被稱讚。作爲道光朝的使者，金氏也涉 
及了“今皇帝”的若干評價，如《瀛臺冰戲宴記》曰：“清制，每年十二月二十 
三日，皇帝設宴於此。侍衛親軍聚冰上，以旗槍鼓角，進退撃刺，各呈其藝， 
而施賞焉，即所謂冰戲也。舊我使到燕，每趁正朝，自前年皇帝有旨，使趁 
此宴……冰戲，以皇旨權停。蓋今皇帝不喜技戲，兼以年荒故也云。”（卷 
三）遇“年荒”而有此節制娛樂的態度，也是善政之端。金氏對出使時碰上 
的“年荒”，印象深刻，也使他格外留意到國家的荒政應該如何處置。就觀 
察而分析，比如他到達“中後所，循城東至西門外止宿。閭閻稠密，市肆夾 
路，首尾三四里，殆肩磨不可行。蓋其富麗，亞於瀋陽，而過於山海關云”。 
他由該地製帽廠的從畜牧業到手工業、商業的産業鏈，看出其好處還包括 
“兼有救荒之道”，《帽廠記》稱:“中國今歲之荒，求之我東，未有其倫云，而 
不甚有遑汲底意。我東之人，一日不再食，食不滿盂，則謂之饑。凡所以充 
腹，惟知有穀。穀一不熟，則束手待死，可勝歎哉! ”（卷二）在“人物謡俗” 
條載:“今年慘歉，問其米價，則與我國乙亥春同。而沿路賑民，擧無浮黄之 
色。且見流乞不多，蓋其措處有法。而往往設大地炕，以處流民。其行乞 
幼兒，别有措處，名曰育嬰堂。”（卷六）還有一處推測道光皇帝“性好筒 
便”，並利用音樂通政的傳統樂教原理，證明當世“非亂世”：
已而皇帝從殿後門出坐殿上云。按前輩所記，言入至午門前祗 
迎，隨駕入太和庭云，而今則不然，未知節次緣何異昔，而或者今皇帝 
性好簡便而然耶？殿陛樂作，其音節迫促，絶不類大國之響，然而無闡 
缓哀怨之意，則亦非亂世之音。況其鐘磬諸音，爽亮高越，亦自可聽。 
想其金石諸器，精鍊中度，非外國比也。樂止，而又警鞭三聲。鞭訖， 
而又作樂於太和門樓上。樂止，鴻臚官立於階上臚唱，恰如我國之臚 
聲，而大而且清，響滿庭中。於是，東西班隨臚唱，行三拜九叩頭禮，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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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參差，亦無喧譁聲。禮畢，殿上有讀書聲，聲亦洪暢，聞是新正陳贺 
表及頒詔文云。讀訖，又作樂。樂止，皇帝還内，亦從後門。（卷四）
從朝廷的新歲賀正禮樂中作如此判斷，也是對承平之世的一種理解。雖然 
這裏對廟堂氣象少了“大國之響”有所失望，但作者對民間的評價仍没有失 
去信心，且看他講“糞” “屎”之例：
拾馬糞者，相望於道上。荷簣持四枝小鐵鎗，見馬行，不計遠近。 
隨其放屎，而以鎗收納於簣中，務農勤嗇之風可見。而糞堆皆成樣子， 
圓中規，方中矩，三角中句股，平者如盤，穹者如傘，潤滑如塗壁，凝堅 
如巖石。無論中外，凡所經營鋪置，皆整飭端方，無一事苟且彌缝之 
法，無一物狼藉雜亂之形。雖至牛欄、豚栅、柴堆、溷痔，莫不端直有 
度，精麗如是,所謂大規模細心法也。（卷六）
也恰合於朴趾源所謂“壯觀在糞壤”之論。同卷有一條記載：“駡辱絕無醜 
語，其尋常駡話則曰没良心、甚麽東西、賤漢。熳語侵辱則曰王八滓子、雜 
種、狗滓子。其最發怒者不過曰天火燒、火眼佛出世。”嬉戲記趣中也不無
實相。
其二，滿漢關係的實態。
毋庸置疑，明清易代導致滿漢緊張。但是在矛盾、摩擦中也有交流或 
融合。民族關係的背後有政治意識的擾動，又滲透到風俗民情的運化中。 
所以，瞭解清朝滿漢關係的實態，既可以透露士人政治心態的變化，又可以 
感觸制度風俗的構成。
《燕轅直指》對滿漢間相互影響的比重、層次等的記述，往往顯示清整 
的概括力，如關於語言：
清人皆能漢語漢書，而漢人不能滿語滿書，故凡闕中衙門機密事 
皆用清語奏御，文字皆以清書繙譯。閭巷則滿漢皆用漢語，故滿人後 
生多不解清語，皇帝患之，每選年幼聰慧者送甯古塔學滿語云。 
(卷六）
服制髪式因清初統治者以强權推行，屬於敏感話題。明亡以後，東人以持
《燕轅直指》的 清 朝 觀 .241.
有中華衣冠禮樂之統而自傲，其情可原。但中國之境，滿漢混居，子孫繁 
衍，數代以後，亦難於苛責漢人裝束不能“思舊懷明”。何況正如朴趾源所 
言:“中州人士，康熙以前，皆皇明之遺黎也。康熙以後，即清室之臣庶也。 
固將盡節本朝，遵奉法制。若造次談論，輸情外藩，是固當世之亂賊也。”游 
歷中土的朝鮮人，不必“一遇中州之士，見其誇張休澤，則輒謂一部《春秋》， 
無地可讀;每歎燕趙之市，未見悲歌之士”。所以，朝鮮使者的采訪方式也 
應當有所調整。在嘉慶六年（1801)，朝鮮使圑書狀官李基憲撰有《燕行 
録》，載使臣問一位仕清的漢人曰：“尊所着衣冠是古制否?”答曰：“生今之 
世，反古之道，災及其身。既生於清，則不得不遵清制也。”①實際上，在清朝 
制度推行已久的嘉道之世，一味逼問這些問題，顯得徒增糾纏。所以，《燕 
轅直指》卷三載，使圑成員聖申“出游街上，轉至庶常館。館在太清門外稍 
東不遠處，即翰林肄業之所也。諸學士間數日輒一至，考核詩文云。故欲 
人見矣，譯官止之曰：舊時我人之人燕也，或至此館，討論文史。近來則輒 
阻闇不得人。蓋翰苑多古家名族，其文章見識，皆非常品。與東人稍相親 
狎，則輒問曰：何忍薙髪左袵，從官本朝乎？聽者厭苦之。自是戒門者，禁 
東人之出人云。故不求人見，而直還云”。服制固然承載一定的意識形態， 
但也是生活智慧的某種積澱，金景善就清朝服飾寫有專記，他一方面肯定 
了金昌業《稼記》曰：“補服則文禽武獸，悉遵明制。”清制中已融人明制元 
素，另外他也肯定清式“此等服色，雖非華制，其貴賤品級，章章不紊。我東 
自謂冠帶之國，而品級之别，不過在帶與貫子，至於補服，則不分文武貴賤。 
副使之仙鶴，與上使同，其文紊亂。”（卷六）他還評價中土流行的黑色、窄袖 
等也有其生活上的便利。金氏描寫燕京戲劇演出場所時，聯想到朝鮮的 
“大冠闘衣”也未必在任何場合都合適：
戲事方始，戲主爲設茶、酒、果羞及溺器於各人之前。觀到劇處， 
齊笑齊止，無或喧聒。雖淫褻嬉慢之中，節制之整嚴，有如師律之不可 
犯，亦足見大地規撫之一端。東俗則凡係觀光，大冠闊衣，簇立敷匝， 
喧譁不止。加以餅餌、酒草、沽衔之聲半之，後来者無由觀聽，擠挨之 
不已，甚至於投石相撲，視此豈不媿哉丨（卷四）
① 李 基 憲 ：《燕行日記》下 ，林基中編：《燕行録全集》（65),第 110—111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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抑揚之際，擺脱了唯以華夷觀論章服的輿論慣性。
也許是滿族審美要求之所在，亦不無國家昇平物力豐富之效，衣袴襪 
鞋以紋繡爲之也成爲其制式特點，在衣着時尚方面似乎女性表現得更領 
先。金景善觀察曰：
清女不纏腳，故亦或穿靴。
女子無論滿、漢，皆被綺羅，塗粉簪花。而其夫則衣服弊惡，面貌
醜陋者多，乍見者或認爲其奴。
男子之鞋，狀如我國皮鞋。而但足樣皆廣，故鞋頭不尖而圓廣。
女子之鞋，漢女弓足，故其穿鞋，驟見之，有若着屐。滿女不纏足，
故鞋如男鞋。而皆以綵帛造成，制極奢麗。（卷六）
客觀地看，衣飾的時樣或時尚也處於流動傳播之中。金景善也敏鋭地記録 
了這一點，其《琉球館記》記:“其人不削髪，頂髻如我制，而但不着網巾，以 
蠟脂貼斂鬢髪。其朝冠則以黄帛爲之，制如我國耳掩而有樑。樑數不同， 
以别官階之高下。衣袴襪鞋，以紋繡爲之，皆倣滿制，而加以黄帛廣帶。其 
下隸則其冠制，如我國足道里樣，所着非錦而布，亦以别貴賤也。”（卷三）在 
琉球人的服制中，既有明代的遺存，可以與朝鮮相印證，也有吸納“滿制”之 
處。凡此都採取了客觀反映的口吻。
其三，貿易利市的觀察。
清朝與周邊諸國的朝貢體系儘管有弱化消解的趨勢，但以朝鮮使者的 
素養而論，他們受儒學尤其是理學的濡染很深，對朝貢體系中的“禮”意的 
重視可謂浹肌人髓。這比較容易使他們程度不同地漠視對商貿活動的觀 
察與評價。嘉慶八年（1803)海東人徐長輔撰《薊山紀程》，其“風俗”條下 
就説:“清人立國之規大抵導風俗以禽獸之，率天下之民而愚之，一曰無等 
威，一曰賤名檢，一曰尚貨財。”①貨財等經濟活動的考量似乎有理由予以 
扼制。
不可否認，金景善對朝貢體系的禮數自然是相當敏鋭，兹舉其載歲末： 
“皇帝御保和殿，設年終宴。惟正副使人參，例也。歸後問其節次，則五鼓 
詣保和殿門下，少憩，人就殿庭。須臾，皇帝出坐，有命召兩國使臣皆上殿。
① 徐 長 輔 ：《薊山紀程》卷五，林基中編：《燕行録全集》（66),第 5 6 8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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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部侍郞前來，引我使在前。未及没階，忽令琉球使先上，未知何故也。舊 
例，班次必先我使。而今忽易次者，招見之私異於班行之禮而然歟？抑别 
有事端而然也? ”接着，還特地記載了清朝禮部官員因如上“班次”失誤而受 
到責罰的事項:“聞通官輩傳言，禮部侍郞被重勘。問其由，則今日宴席，令 
琉球使先登殿上，朝鮮次之，以做錯爲罪云。”（卷三）
不過，從整體上着眼的話，能看到作者對貿易利市的觀察還是比較積 
極的，這既構成他來自北學派的對民生日用包括“通工惠商”悉心瞭解學習 
的内容，也對清朝中期北方城市繁華以及通過貿易紐帶而内外流通的世界 
趨勢有所認知。金景善人境後對所經之市集狀況多有描寫，如寫：行至沙 
流河中火（午餐）。適值市日，種種物貨，夾路開肆。趁市者率多騎驢。交 
易之法，自有定價，不費多辭，故人衆雖叢雜，而絶無喧嘩之聲，亦可貴也。” 
(卷二)到達北京以前，沿途所經的規模較大的城鎮，以中後所、瀋陽、山海 
關稱盛，金氏讚其爲“富麗”。如在瀋陽，他觀察到：“通衢大道，肩磨轂撃， 
市廛夾路，物貨充積，如皮物茶屬則比北京猶勝云。雕窗彩閣，碧榜金扁， 
輝映左右。其他各色工匠，如鉅木造車造椅桌，打造鉛鐵銅錫之器及聾米 
縫衣弾棉之類，在在皆備。而器械莫不便利，一人所爲，可兼我國十人之 
事。《稼記》云：‘此處市肆，百物皆有，與北京無異，但無書册云。’而今則册 
肆亦間多有之。鳳城及栅門所有册子，皆自此出去云。”卷一）商貿與製造 
業交相促進，金氏讚歎中國器械便利省力十倍於東國;皮物茶屬等南北貨 
物交匯;也成爲書籍行銷的重要中轉地，比之康熙末年金昌業《稼記》説没 
有怎麽看到書店，情況已改善，而且中朝邊境鳳城等地的書籍貿易也有助 
於理解清朝與海東的書籍之路。他還記載了清初詩家王士稹全集的價格， 
抵宿永平府時，“有人持《王漁洋全集》共六十卷，願賣之。問其價，討銀七 
十兩云”卷五）。還觀察到，商業營利的模式運用在城市文化娛樂生活中， 
其《場戲記》記營建戲臺：其創立之費銀，已七八萬兩，又逐歲修改，招戲 
子，設戲收息，上納官税，下酬戲雇，其餘則自取之。其收錢之多，可知也。 
戲臺之制，築甎爲廣廈，高可六七丈，四角均齊，廣可五六十間。間皆長梁， 
就北壁下，截九分一，設間架，隔以錦帳。帳左右有門，門垂簾子，蓋藏戲具 
而换服之所也。帳前向南築方壇，周可七八間，此則演戲之所也。自方壇 
前至於南壁下，疊置長凳，前者稍低，後者漸高，使觀戲者鱗踞，便於俯觀 
也。南西東三壁，别作層樓，每一間各有定貰。南壁正中最上樓貰，爲白銀 
十兩云。南壁西隅，只設一門，一人守之，觀者到門，先收錢，乃許人。觀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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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衆寡，債爲之低仰。戲事方始，戲主爲設茶、酒、果羞及溺器於各人之前。 
觀到劇處，齊笑齊止，無或喧聒。”（卷四）
也可以見到關於中國與境外商品流通的記載，如在《帽廠記》中，金景 
善驗證了當地製帽業的發達，“中國人所着帽子及我國之冠帽皆出於此”， 
其外銷方式往往由人燕的使者和隨員擔當，“我人多約買，或至數千，立例 
於去時留約，回還時輸來”。（卷二)訂貨於進京途中，回程時順道取貨。中 
國與西方的商貿聯繫也在逐漸建立，金景善記京城的鄂羅斯館時曰：
鄂羅斯館，在玉河館後街乾魚衡術不過半里許。鄂羅斯，或稱阿 
羅斯，或稱俄羅撕，以其人皆鼻大，故或稱大鼻撻子，即蒙古别種也。 
其國蓋在大漠外絶域，史無所見，不知在何處。而聞其人自言其國幅 
員甚大，東西三萬餘里，南北二萬餘里。東南接琉球、安南。東北接 
蒙古。西南接大小西洋。西通流沙之外，不知爲幾萬里。東距中國 
爲五萬里云。儘如是，則其大殆敷倍於中國矣。意其夸誕之辭，而四 
至地界亦未知是否。 自古以来，初非朝貢之國。而康熙時，自来通 
好,要學漢語漢書。中國以綏遠之義，授館以處之。然嚴其門禁，無得 
出入。其来住人員之多少，替歸年限之久速，應有定式而不可知。然 
燕市所買石鏡及鼠皮，多其國所產，然則其来通，似爲交易之利也。 
(卷三）
朝貢體系素來也影響着對世界地理的知識視野，對於俄羅斯國，因“史 
無所見”，故金氏仍不能斷定地界傳説的確否。由此聯想到，道咸之世 
的中國學界有識之士怎樣湧動起瞭解世界地理的熱情，這也是一種背 
景參照。
商業交易的發達必然帶來社會的流動性，但清人在這方面有其管理。 
金景善觀察社會風俗時注意到，“商旅往來者皆有簿，録姓名、居往、物 
貨、名數。詰姦防僞，極其嚴備”。城郭市肆的繁榮與消費發達相與推 
助，京城尤爲突出，“京城内外，不知爲幾十萬户，而除卻宫闕府廨寺廟之 
外，過半是市廛。各樣物貨，殆雲委霧集。而民生日用，不可無者，實不過 
十之一二。其餘皆玩好無用之物，猶此見售而取利。可知其習俗之侈靡， 
而亦可見中國之大”。（卷六）雖然金景善對商業氣氛訝其侈靡，但對交 
易規模中的大國氣度仍是心儀的。當然他也覺察到，鴉片吸食現象是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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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可怖之事，他“借見近日《塘報》，别無可觀，而御史馬光勳所奏請嚴禁 
弁兵吸食鴉片煙，以肅營伍一摺”，備録此奏摺，並認爲：“蓋鴉片煙者，出 
自西洋。其法殺純陽男子，以其膏血，栽培南草，作膏食之。或云以罌粟 
和藥煎成，能令人收攝精神，記起幼時事。而但筋骨弛廢，氣血耗減，不久 
即死，故屢煩禁飭，而終不止熄云。”（卷五）當世鴉片之禍的沉重陰霾也 
有所披露。
近年以來，清史研究界對清朝中期史的研究出現重新省思的趨勢，尤 
其是對嘉慶朝廷的有效治理和“可持續”的政治運作給予了相應的積極評 
價，而不是一味强調18、19世紀之交所潛伏的崩潰“危機”①。朝鮮士人金 
景善人清的時間是道光十二年（1832 )，他咨訪和記録的清朝，雖參考融合 
了前輩燕行使者的見聞，但更直觀地反映了 19世紀頭數十年政情民生相 
沿而來的社會諸相，多有耐人尋味處。以上所述，意在引起讀者更多關注， 
並與清朝中期史研究視野相參證。
(作者單位：南京大學文學院）
①美國學者羅威廉 2011年撰《乾嘉變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》一文，認爲“中外學界對於嘉慶朝研 
究出現了新氣象”並評述了相關史學成果，可參。師江然譯，載《清史研究》2012年第 3 期。
